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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体仿真模拟:
推进行动与结构互构研究∗

吕　 鹏

提要:社会复杂系统的运行是一个多层次的“行动—结构”二元互构过

程。 当前理论研究提供了行动与结构二者关系的主观诠释,却往往得不到

客观过程的证据支撑;定量研究能够客观揭示状态、趋势方面的变化,但难

以收集行动与结构联动的直接数据。 智能体仿真模拟(ABM)能够综合理

论阐释的灵活性与定量研究的客观性,通过机制研究行动,通过涌现研究

“从行动到结构”,通过学习研究“从结构到行动”,推动二元互构研究。 ABM
通过真实结果拟合和反事实推演拓展了社会学的知识边界。 ABM 应与理论

研究、定量研究联动,共建计算社会学方法生态,助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关键词:计算社会学　 多智能体仿真　 ABM 仿真模拟　 行动—结构互构

一、导　 言

复杂系统视角是社会研究的基本视角之一。 系统论认为系统由微观元素构

成,元素之间存在互动、通信、共享等关系;系统具有相对稳态的宏观结构和跨自

然、社会的普适性。 社会同样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由众多行动者构成。 钱学森

等(1990)将社会视为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卢曼(Niklas Luhmann)认为,
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具有绝对性、普遍性(焦瑶光、吕寿伟,2007),国内学者亦持

类似观点(梁玉成、贾小双,2016;罗家德等,2018)。 复杂系统视角拓展了社会

研究的边界。 科尔曼(1999)指出,解释社会系统的活动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任

务。 社会现象与社会治理可分别被视为社会复杂系统的运行与控制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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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复杂系统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仿真模拟,即通过构建人工动态系统

来解决现实中的复杂系统问题。 卢曼较早指出,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要求研究工

具必须具备相应的复杂度(丁东红,2005)。 钱学森等(1990)也主张,考虑到社

会系统的复杂性,应采用“系统仿真建模”方法。 社会学领域的仿真模拟基础的

工作在于通过系统动力学、元胞自动机、智能体仿真来构建“人工社会”(artificial
society)。 郑作彧(2018)追溯到齐美尔,认为仿真模拟能够揭示“形式社会学”
问题。 在计算社会学时代,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 社会

仿真模拟作为研究社会系统的重要方法,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智能体仿真模拟(Agent-Based Modeling, 简称 ABM)是社会模拟的最新阶

段。 ABM 方法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生命游戏( life game)。 在 1987
年阿克塞尔罗德主持的“囚徒困境重复博弈”研究(阿克塞尔罗德,2017)中,
ABM 处在元胞自动机时代。 随后雷诺兹(Reynolds,1987)等人使用模拟研究生

命进化, ABM 进入 “人工生命” 阶段 ( Langton, 1998 )。 1996 年糖域模型

(sugarscape model)的提出(Epstein & Axtell,1996)标志着社会模拟进入 ABM 时

代。 ABM 通过构建众多智能体模拟系统动态演化,揭示个体行动塑造宏观社会

的“黑匣子”过程(科尔曼,1999)。 目前 ABM 已成为计算社会科学的重要范式,
并在国内多个学科获得发展,涉及社会心理(Ye et al., 2021)、群体行为(吕鹏

等,2021;吕鹏,2021;王双燕等,2021)、群体决策(Nie et al., 2021;Wang et al.,
2022)、政策仿真(陈忱,2021)、城市规划(马妍等,2019)、公共卫生(谢丽等,
2020)、应急疏散 (尹儇鹏等,2020;冯佳昊等,2022)、企业管理 (赵晓丽等,
2013)、金融领域(王一涵、王国成,2017)等议题。

回顾 ABM 在国内社会学界的进展,沙莲香等(2005)较早使用 ABM 模拟民

众心态。 冯泽鲲(2021)模拟了社会地位的形成机制。 2021 年邱泽奇和黄诗曼

在《社会学研究》发文,模拟乡村电商创业中的创新模仿机制(邱泽奇、黄诗曼,
2021),在 ABM 的社会学研究应用中具有代表性。 目前,ABM 在社会研究中是

“无法回避的方法问题”(乔天宇、邱泽奇,2020)。 国内已有对使用 ABM 的梳理

(梁玉成、贾小双,2016;邱泽奇,2022),但偏重于对相关研究的梳理,本文则侧

重于对 ABM 方法自身的系统性梳理。 作为新方法、新事物,ABM 在研究复杂、
系统现象方面具有优势(Janssen, 2004)。 如何运用 ABM 助力解决学科的重大

关切、核心问题? 鉴于行动与结构问题是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聚焦于行

动—结构互构,考察 ABM 在思路、逻辑、方法方面如何分析和呈现这一互构关

系、助力提升解决行动—结构二元难题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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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研究的行动—结构二元难题

孔德最早提出静力学(结构与秩序)和动力学(行动与变迁)议题。 此议题

贯穿社会学发展的全过程。 在系统视角看来,社会复杂系统具有行动—结构二

元性。
在社会复杂系统中,社会行动具有微观性和动态性,行动者应是研究的起

点。 帕森斯对此有系统性论述。 社会行动包含四个逻辑要件:行动者、目的、处
境(条件和手段)以及规范性取向。 具体而言,行动者是一个实体,能够根据条

件、目的、情境做出决策。 条件是个体不能改变的,但手段可以选择。 行动具有

持续性、自发性,并在特定的规范下开展。 规范是宏大的社会结构性约束,其意

义在于把行动与社会秩序结合起来(帕森斯,2012)。 在行为机制、决策条件、互
动过程、学习进化等方面,问卷访谈、个案研究、心理分析等方法尽管能够研究个

体,但不能实现“呈现 -分析 -验证”合一。
社会结构是社会复杂系统的宏观模式,具有宏观性、相对静态性,是一种稳

定的社会关系。 例如,吉登斯(2016)便认为社会结构是使社会系统时空“束集”
在一起的结构化特征。 斯梅尔瑟(Neil Smelser)则将结构概括为不同社会类属

之间的稳定关系模式,如部门、阶层之间、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王思斌主编,
2021)。 吉登斯认为,规则和资源组合形成社会结构(郑杭生、赵文龙,2003)。
学界主要用统计调查、数据挖掘等方法来刻画社会复杂系统的结构特征。

行动产生结构,结构又反过来引导行动(佟庆才,1980)。 行动与结构的关

系以及微观与宏观的关系一直是社会研究中“最为棘手的老问题” (苏国勋,
1996)。 由于对行动—结构互动关系长期缺乏有效的研究方法,造成了微观与宏

观研究“两张皮”,即行动—结构二元难题(赵鼎新,2020)。 学术界也一直在努

力尝试解决这一难题,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帕森斯是理论上的集大成

者。 他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并在社会行动、社会结构之间建立了理论联系。 他

通过 AGIL 模型整合各层次社会实体,形构社会结构(周怡,2000)。 吉登斯则提

出了结构二重性理论,解释了宏观结构、微观行动之间的转化关系(吉登斯,
2016),在理论上打通了互构通道。 此外,杨方(2010)也尝试通过模式变量理论

沟通行动者与社会系统。 但是,与理论上的进展相比,方法上的发展始终滞后。
科尔曼使用“船型模型”阐明了宏观和微观的双向互动关系,但没有明确方法

(赫斯特洛姆,2010)。 定量方法与大数据方法能够刻画群体和社会,但难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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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个体行动如何导致社会结构变化的直接数据。 这两类研究基于客观结果变化

所提供的过程与机制解释往往是一种主观陈述,缺乏过程、动态数据的直接支撑

与独立验证。
发展分析行动与结构过程、推动行动—结构二元互构研究的方法,是社会学

研究长期的内在需求。 ABM 被越来越多地采用,是因为它能够同时实现如下三

个目标。 一是将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纳入同一个系统。 ABM 构建的“人工社

会”是一个多智能体系统(Multi-Agents System,简称 MAS),能够同时呈现个体与

社会,增强了研究的整体性。 二是以行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微观是宏观的支

撑,行动是结构的支撑。 ABM 基于社会行动者来建模,抓住了行动—结构互构

的逻辑起点。 使用智能体刻画的行动者具有感知、认知、决策能力,且遵守社会

规范(结构性因素)。 通过行为规则设置,ABM 能对真实个体进行极大化近似估

计与拟合(郑耀东等,2022)。 三是直接呈现二元互动过程。 结构化既不是结

构,也不是非结构,而是一个二元互构过程。 ABM 能够超越理论分析直接建模,
并展示结构化的过程特征。 当然,实证数据资料的验证可以提升“人工社会”在
情景、场域方面的精确性。 ABM 缓解了对社会过程建模的无力感(乔天宇、邱泽

奇,2020),成为研究复杂社会过程的重要工具。

三、研究行动—结构二元问题的智能体模拟框架

(一)船型理论对行动—结构问题的归纳

围绕“行动—结构”关系,西方理论界形成了强调个体与强调结构两个派

别。 在弥合二者关系方面,帕森斯、卢曼、吉登斯、科尔曼先后做出了贡献。 其

中,科尔曼的“船型模型”重点探讨微观、宏观转化问题(吴畏、石敬琳,2022),
集中总结了二元问题(见图 1)。 为了解释社会系统的活动,科尔曼(1999)将

其社会理性选择理论分为三部分,即宏观到微观(从 A 到 B)、微观层次的个人

互动(从 B 到 C)以及微观至宏观的转变(从 C 到 D)。 该理论以微观行动作

为研究起点,以宏观社会系统为研究目标,以合理性解释有目的社会行动。 他

研究行动如何产生制度结构、孕育社会系统,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连接(丘海

雄、张应祥,1998)。 ABM 则借助涌现(从 C 微观行动到 D 宏观结果)和学习

(从 A 宏观条件到 B 微观行动)两项功能来打通“科尔曼船”,助力行动—结构

二元互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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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A 指行动的宏观条件,无法被改变,构成宏观情境。 B、C 均指微观层面行

动者的活动与互动。 D 指行动的社会结果,构成社会结构。 D 构成下一轮行动的

社会结构的重要更新,D 与 A 之间存在持续转化关系(参见乔天宇、邱泽奇,2020)。
图 1　 船型模型中的行动—结构二元关系

(二)ABM 的涌现功能:分析从行动到结构的过程

“涌现”是指微观的个体、局部行为在宏观系统层面所导致的结果(霍兰,
2006)。 由于质性和定量方法难以处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我们应回到对个体行

为的解释上来。 从图 1 的船型模型来看,从 C 到 D 的路径经常比较模糊(乔天

宇、邱泽奇,2020),ABM 则能够基于涌现厘清相关机理。 以种族隔离为例,这一

宏观层面的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调查数据只能给出统计特征、地理空间分

布等信息;若诉诸文化、地位等社会结构因素,又不能增进对种族隔离的微观行

为的认知;即使辅以入户调查,也很难获得个体在其中的真实心理动机。 简言

之,传统方法在这一议题上“力有不逮”,而谢林(Schelling, 1971)构建了个体心

理阈值,揭示了种族隔离的微观涌现机理。 又例如爱泼斯坦和阿克斯特尔

(Epstein & Axtell,1996)开发的第一个社会研究 ABM 模型(糖域模型),他们以

此来模拟社会资源(财富)分布的涌现机理,涉及个体死亡、繁殖、继承、转移、交
易、传播等一系列行动,用以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系统。

(三)ABM 的学习功能:分析从结构到行动的过程

“涌现”概念来自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但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 “A 宏

观条件—B 微观行动—C 微观行动—D 宏观结果”链路中的“C 微观行动—D 宏

观结果”路径凸显了 ABM 的涌现功能,而客观存在的“A 宏观条件—B 微观行

动”路径还需要社会研究者进一步去实现。 对此,ABM 可通过“学习”功能来解

决。 学习体现了从结构到行动的过程,是个体在宏观条件下对知识的内化和反

馈,帕森斯称之为社会参考结构( social reference structure) (佟庆才,1980)。 学

习需要纳入三方面的结构性知识。 一是历史记忆。 在实践过程中,历史记忆作

为记忆痕迹指导个体行为(吉登斯,2016)。 二是社会环境。 个体从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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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结构中获取知识,开展自主行动。 班杜拉(Bandura,2019)基于此发展出了

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理论。 三是反事实结果。 反事实(反实证)同样具有研

究价值(珀尔、麦肯齐,2019),ABM 也能实现反事实模拟,以模拟个体日常生活

中的索引性、能动性和反思性行为。

(四)ABM 模拟动态社会系统:持续的互构过程

2019 年哥伦比亚大学埃尔斯特(Jon Elster)教授出版《解释社会行为:社会

科学的机制视角》一书,提出机制是社会研究的核心概念(埃尔斯特,2019)。 机制

超越了因果性解释,成为连接行动与结构的核心纽带。 ABM 使用社会机制来揭示

社会过程,且能够刻画完整的单次互构。 在图 2 中,A(宏观条件)、D(宏观结果)
表示宏观结构性特征,B(微观行动)、C(微观行动)表示社会行为体。 从 B(微观行

动)到 C(微观行动)表示个体行为交互。 C(微观行动)通过涌现得到社会系统层

面的 D(宏观结果)。 D(宏观结果)已经发生,构成下一轮社会系统 A’(宏观条件)
的先验部分,并约束、影响个体下一轮的学习、行动和互动过程。 至此,单次二元互

构分析便完成了。 事实上,社会系统运行是一个持续演化过程。 ABM 不仅可以刻

画单轮次互构(如图 1),还可以模拟多轮互构(如图 2),让科尔曼船“动起来”。 第

一轮宏观结果(D)、反事实结果(D)均纳入了宏观条件(A)。 如无重大变化(A =
A),社会运行进入“内卷”循环模式(如图 2 左半部分所示)。 如发生重大变化

(A≠A),则进入新的互构过程模式(如图 2 右半部分所示),将上一轮涌现结果作

为下一轮宏观条件。 以此类推,ABM 可实现持续的二元互构过程分析。

　 　 注:“科尔曼船”具有动态性,ABM 通过涌现、学习等功能实现“船”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的

双向打通。 此外,ABM 还通过持续的学习进程模拟持续的动态社会系统、社会过程,使得相关的

研究更加贴近社会的真实方面、真实过程。
图 2　 ABM 多轮学习机制扩展“科尔曼船”

(五)ABM 二元互构研究的三个阶段

ABM 二元互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构成由浅入深的三重境界(见表 1)。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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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是基础建模境界,其特征是以结构性因素指导模型建构,任务是建立“人
工社会”,为个体模拟提供环境和情境参数。 第二阶段是系统涌现境界,其特征

是社会行动映射社会结构;其逻辑过程包括开展机制设计,以模拟个体在“人工

社会”的动态运行,收集系统层面的社会结果涌现,并基于仿真与真实社会结果

高精度匹配,挖掘真实现象的有效知识。 第三阶段是智能学习境界,重点提升从

结构到行动的研究能力。 社会结构既是人类行动所建构的,又是产生人类行动

的条件和中介(周怡,2000)。 ABM 结合事实与反事实推断构建社会知识矩阵,
并基于“社会知识的结构化实践”回应并模拟了“结构二重性”视角。

　 表 1 智能体仿真模拟三重境界与逻辑过程

三重境界(步骤) 核心任务 逻辑过程

(一)基础建模境界
(结构性因素指导模型建构)

情境
(1)确定研究问题与案例对象
(2)强化社会模拟的理论基础
(3)社会环境刻画与情境呈现

(二)系统涌现境界
(社会行动结果映射社会结构)

涌现

(4)社会行为体属性与规则设计
(5)基于社会模拟获取系统涌现数据
(6)基于仿真数据拟合社会实证数据
(7)基于实证数据拟合揭示社会过程机制

(三)智能学习境界
(基于社会知识的结构化实践)

学习
(8)实现泛在、高维度的社会反事实推断
(9)基于社会知识矩阵实现“行动—结构”互构
(10)形成社会学习算法的智能体模拟框架

四、ABM 研究行动—结构二元互构的过程逻辑

(一)确定研究问题与案例对象

ABM 的研究问题具有通用科学指向,并对方法的匹配性提出了要求。 适合

ABM 的研究问题应具备涌现性、过程性和动态性特征(Epstein, 1999),如合作

行为机理(王世龙,2017)、群体行为演化(郑昊,2021),等等。 而适合 ABM 的真

实目标案例至少应满足三个标准。 一是边界的确定性。 案例可从现实社会场域

中完整提取,不存在关键遗漏,以确保行为机制的相对独立性(规避、纳入或解

决外部性)。 二是结果的确定性。 仿真模拟需要精准拟合“标靶”,真实案例的

结果必须明确,可测量、可量化、可评估。 三是过程的动态性。 真实目标案例代

表社会事实,发挥结构性约束的作用,因而应具有清晰、可观测的动态过程,如原

始资料、历史资料等,以便于全过程验证模拟结果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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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社会模拟的理论基础

理论构成了一种前置性与结构性约束。 ABM 不是计算机编程的“独角戏”,
需要理论支撑。 在计算社会科学时代,吕鹏等提出了理论、(大)数据、模拟的三

角形方法生态(Lu et al., 2023)。 理论居于最高地位,不仅能指导数据、大数据、
实证资料的收集、处理和分析,而且能够指导 ABM。 ABM 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

展理论。 其一是发展学科经典理论,包括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社会网络、城乡二

元、社会环境等理论,用以指导 ABM 的社会环境建模。 其二是使用和发展新理

论,包括计算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科学理论(叶立国,2013)、社会物理学、耗散结

构理论等,用以指导动力学建模。 三是重点挖掘个体层面的理论。 智能体具有

自主性、交互性和自适应性,需要个体层面的理论指导(Bandini et al., 2009),包
括心理、人际互动、人机环交互以及强化学习理论等,以提升对行动者的拟人化

程度。

(三)社会环境刻画与情境呈现

ABM 提高了刻画和呈现社会的生动性。 社会过程(事件)发生在具体的社

会环境中,后者作为“容器”,承载个体行为与事件,发挥总约束作用。 使用 ABM
模拟具体的社会环境,可按照还原度分为两类。 一是理想型环境,这反映了抽

象、化约、简化的分析思路,多用于研究拓扑结构、本质问题。 这类研究对具体环

境的还原度低,如社会网络(Hamill & Gilbert, 2009)、博弈论研究便是如此。 基

于 ABM 做理论发展(孟庆国、罗杭,2017)也沿用了此思路。 二是高仿真环境,
即搭建完全接近或高度接近现实的模型环境,以模拟现实社会。 这一思路见于

各类演化动力学研究,如人群动力学研究(王双燕等,2021)、交通动力学研究

(史雪莹等,2019),等等。 此外,必要的环境区域设置是指对个体、群体行动空

间的限制,包括不可通行区域(墙壁、栏杆等),可通行区域(道路、广场等),特殊

区域(门、楼梯等)和阻碍区域(桌椅、路障、树木等)。

(四)社会行为体属性与规则设计

ABM 在特定社会模型中生成智能体。 智能体的数量设置一般采用两种思

路。 一是单机 PC 模拟,采用绝对设置法(1 ∶ 1 匹配)或相对设置法(等比例缩

放)。 一般的经验是,常规条件下(计算机的配置为 32G 内存、8 核、NetLogo
6. 0. 0),智能体规模在千人以下采用绝对设置法,否则使用相对设置法。 二是大

规模模拟。 随着超级计算机投入使用,基于数字孪生城市的大规模社会模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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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能(Makarov & Bakhtizin, 2018)。 如果有数据,可采用直接设计法,参考性

别、年龄、职业、社会网络等群体特征分布设置异质性个体。 如果无数据,则采用

间接设计法,对相关的变量进行近似估计,例如在公共安全(恐袭)模拟中个体

生命值属性难以测量,此时可使用年龄变量进行近似估计( Lu & Wen et al.,
2021)。 在交通模拟中,可将从众心理量化为系数来研究人群的疏散(李昌宇

等,2016)。 行为规则作为自变量(X)是驱动个体行动、产生宏观涌现(Y)的机

制性原因。 常态行为建模主要使用基础物理规则,如布朗运动、社会力、流体

力等(Bain & Bartolo, 2019)。 在紧急状态下,人群行为模式会发生变化,这时

需要依据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来设计行为规则,而对多种规则的模拟可

使用“奥卡姆剃刀”原则予以精炼(魏治勋,2011)。

(五)基于社会模拟获取系统涌现数据

除了实证数据,ABM 生成的仿真模拟(反事实)数据将成为新的资料类型。
首先来看涌现机制与系统结果(Y 变量)的关系。 例如,在公共安全模拟中,Y
变量是死亡或受伤人数,全过程结果{Y1, Y2, Y3…YT}构成模拟结果函数fsim(·)
的观测值。 其次,我们关注因果机制参数遍历数据(X 变量)。 行动具有复杂

性,需要设置多个参数。 参数是驱动行为涌现的 X 变量。 考虑到社会结果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ABM 需要模拟众多参数取值的组合。 假设有 k 个 X 变量参

数 X1,X2…Xk{ },对应 n1,n2…nk{ }个参数取值,则一共有N =∏i = k
i = 1ni个的取值组

合(不重复)。 每一组独特的参数组合代表一个(种)仿真模拟和一种可能的行

为机制(猜想)。 再次,我们来看社会结果(X - Y 映射)稳健数据。 每一个仿真

模拟能够同时获得行为规则(X 变量)和结果数据(Y 变量) (王飞跃,2004)。
由于存在随机性扰动,需要重复模拟多次。 最后是平行结果数据。 对多组 X
变量参数取值组合分别进行重复模拟,所得到的稳健(平均)结果构成平行仿

真结果(Bonabeau, 2002),这可以用来表征和研究社会现象的多元性、偶然性

和复杂性。 最终,X - Y 映射数据得以构建,我们可将其用于自身研究或同行研

究的重复验证。

(六)基于仿真数据拟合社会实证数据

社会模拟不能罔顾事实,需要使用和拟合实证数据。 我们将最佳拟合、最优

匹配的一组参数取值的组合定义为最优解,这是“1 对 N”的全局搜索问题。 “1”
指真实社会事件,相同的事件只发生一次,用目标函数freal(·)来表示。 遍历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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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取值组合,形成 N 个平行模拟结果,即fsim(·)数据。 计算仿真结果fsim(·)与目

标函数freal(·)的差值在最小处求解。 最优解的确认应综合四个标准:一是有效性

(validity)。 作为最基本要求,模拟结果应精准拟合现实(Grazzini & Richiardi,
2015)、准确命中“靶心”。 二是稳健性( robustness)。 即寻求发挥稳定、多次命

中,基于最优解开展重复模拟,考察分布特征拟合度。 三是全过程反演(back-
calculations)。 基于真实数据,ABM 能够匹配和反演真实社会事件“生命周期”
全过程(Abar et al., 2017),从而发现真实的动力学机制。 其四是可解释性

(interpretable)。 最优解包含的行为机制、社会环境参数应是对行动—结构以及

二元互动的直接反映,因此在社会意义上需要是可解释的。

(七)基于实证数据拟合揭示社会过程机制

对比统计上的因果关系,ABM 揭示了从社会行动出发的因果关系图景,提
升了因果研究的能力。 一是发现和证实因果关系。 通过行为机制(X),ABM 可

复现系统宏观结果(Y)。 最优解蕴含的一套变量参数取值是关于因果机制的社

会过程解释。 此外,行为空间数据可以复现、追溯(使用随机种子),这提高了可

重复性。 二是证伪和否定因果。 凡是科学理论(命题)都是有边界条件、可被证

伪的(Popper, 2002)。 学术界已经认识到 ABM 在发现和验证因果机制方面的

作用(蔡晶晶,2016),但证伪的意义同样重大,不可忽视。 因果性命题通常表示

为“如果发生 X 行为,那么产生 Y 结果”。 ABM 通过检查是否存在“如果 X,则非

Y”的情况来实现证伪。 我们在原“X 假设”基础上建立 ABM 模型,如果模拟发

现 X 条件不能(或不必然)导致 Y,或者非 X 条件导致了 Y,原因果机制则应被质

疑或否定。 ABM 兼具证实、证伪效果,拓展了因果研究的渠道,并为因果机制提

供了有效的“试金石”。

(八)实现泛在、高维度的社会反事实推断

反事实是社会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求。 2018 年珀尔等提出三层次因

果关系,认为反事实推断是最高层次(珀尔、麦肯齐,2019)。 ABM 通过事实拟合

与反事实推断来开展社会平行推演。 反事实理念已经在社会学中推广应用。 例

如倾向值匹配(Pre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称 PSM)本质上就是两阶段回归。
PSM 通过计算入样概率进行匹配分组,以此计算结果差异(处理效应)(胡安宁,
2012),但仍有局限性:一是逻辑瑕疵。 “反事实个体”仅是入样概率接近者,与
案例中的个体并非同一人。 二是合理性问题。 PSM 用于估计的变量范围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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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兴趣、成本限制,难以自证其合理性(Brand & Xie, 2010)。 三是状态空间的

维度受限。 PSM 通常推断的是一种反事实状态(邵悦心等,2019)。 ABM 可以实

现任意个体、任意维度的反事实推断,并且在理论上确保是同一个人。 ABM 反

事实推断是基于事实,而不是抛弃事实。 “事实”既指观察和收集到的目标案例

信息(实证资料),也指被最优解复现的社会过程。 ABM 通过参数泛化获取各种

场景、条件、假设下的模拟结果。

(九)基于社会知识矩阵实现“行动—结构”互构

“结构化”是解释行动—结构互构过程的理论视角。 结构由行为(行动)建
构,反过来制约着人类行为(刘少杰,2002)。 社会知识矩阵是 ABM 研究行动—
结构互构的核心工具。 从静态属性角度来看,社会知识是指在(社会)系统层面

的理论、结果、规律、原则、映射、关联等结构性因素,具有宏观性、结构性特征。
在 ABM 中,社会理论、案例信息、动力学机制、先验结果等均可以视为知识的来

源,能够指导个体行动。 从 ABM 实现的角度来看,社会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
是一个进化过程,为此需要同时纳入事实和反事实来构建社会知识矩阵。 ABM
使用最优解拟合和提炼社会事实知识,通过参数泛化推断反事实,系统性存储社

会平行推演结果。 作为一种结构性指引,社会知识矩阵的数据结构应是“如果 X
条件,那么 Y 结果”的结构性宏观总结。 X 条件既包括真实场景,也包括反事实

场景。 以社会知识矩阵及其动态更新为核心,ABM 提供了一种研究行为—结构

双向互构过程的方案。

(十)形成社会学习算法的智能体模拟框架

从社会知识矩阵角度来看,社会系统的动态演进存在内卷、进化、退化三个

方向。 如何理解社会内卷? 如果社会系统在演进,但社会知识矩阵保持不变

(A = A),不存在社会知识矩阵的实质性更新,那么个体将按照社会传统(旧矩

阵)行动(如前文图 2 左半部分所示)。 如果社会知识矩阵发生变化(A≠A),则
存在更新的必要性,个体需要学习新知识(如前文图 2 右半部分所示)。 还有一

种变化是社会退化,即社会结果越来越糟(A < A)。 不过,人们更愿意看到社会

进化,即社会结果越来越好(A > A)。 基于 ABM 的“社会学习”算法能够基于过

往的先验知识与经验来指导个体学习,模拟持续互构过程。 社会进化需要综合

考察个体行动和宏观结构两个层面。 行动者(个体、法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其
行动是一种索引性、反思性、进化性表达。 ABM 能够清晰地展示个体的学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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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社会实证资料来对其进行验证。
“社会学习”算法以社会现实场景为依据。 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学习的形式

与来源是多样的,包括新闻报道、日常交谈、集体记忆、应急培训等都会在个体脑

海中形成社会知识。 当个体下次面临类似情况时,将依照学到的知识做出行为,
产生新的社会结果。 这是一个持续的实践过程。 在前人研究中,班杜拉的“社
会学习理论”强调主体、行为和环境相互作用(Bandura, 2019),偏重认知、心智,
没有提出模拟思路。 邱泽奇、黄诗曼(2021)考虑到了学习和模仿机制,但该研

究聚焦于“创新的扩散”,非个体的反思、索引、进化过程。 笔者提出的算法实现

了具象化、矩阵化、自动化和拟人化的个体学习,图 3 详细展示了这一逻辑过程。
个体具有感知、学习、决策能力。 个体查询、索引、调用上一轮知识矩阵 K0 的对

应取值,确定行动策略、互动策略,采取社会行动,实现从结构到行动过程的模

拟。 同时,研究者也在社会系统层面对本轮行动结果进行统计、学习、反思、总
结、评估和结构化,将知识矩阵动态更新为 K1(Lu et al., 2022),实现从行动到结

构过程的模拟。 以此类推,个体在新矩阵(K1)下开展新的学习,调整行为与互

动策略,产生新的结果,进行统计和计算,再次更新矩阵(K2)。

　 　 注:个体首先遍历参数获取最优解,结合反事实推断获得第一轮初始知识矩阵K0。 在其指

导下,个体( i)进行自主行为(ai
1)。 在社会系统场域中,所有个体的行动策略集合为A1 = {ai1 }。

记录个体( i)的行动结果(si1),构成社会结果S1 = {si1}。 在第一轮学习结束后,个体更新知识矩阵

K1,第二轮按照新矩阵(K1)行动,产生社会结果并更新矩阵(K2)。 前两轮学习通常具有随机性和

尝试性。 个体会审视两次行动(ai1 - ai1),比较前两轮结果( s2 - s1 ),制定第三轮行动策略(a︿ i
3 )。

同时,社会系统场域也在评估前两次的社会结果差异(S2 - S1 )与行动策调整(Ai
2 - Ai

1 ),制定第

三轮社会行动策略(公共政策),即Ai
3 = { a︿ i

3 }。 具体学习轮次因研究而异。 总原则是以最终收

敛的结果作为社会系统的后果。 需要指出的是,图 3 的Ai
1、Ai与图 1、图 2 中的 A 含义不同。

图 3　 ABM 智能学习:从拟合真实到个体智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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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索行动—结构二元互构的社会研究实例

ABM 适合研究跨层次、跨系统、动态性的社会系统问题。 本文以笔者研究

团队的社会安全事件仿真研究为例,介绍 ABM 如何助力行动—结构二元互构

研究。

(一)使用 ABM 研究社会安全的必要性

ABM 之前的方法只能分析、呈现简单社会现象,人们没有找到有效的研究

复杂社会的方法(乔天宇、邱泽奇,2020;吕鹏、陈典涵,2023)。 对于社会安全事

件,目前主要使用实证资料来研究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原因。 但这一方法的局限

性在于难以揭示个体行动过程。 社会安全事件的发生具有突发性、紧急性、社会

危害性,很难通过社会调查、社会实验、大数据分析等方法进行直接研究。 此外,
事件只发生一次,研究的结论很难被二次证实。 事实上,行动者往往会及时吸取

上一次的教训,在下一次遇到社会安全事件时调整其行为策略。 仅依靠实证资

料与社会事实研究不能揭示行动的能动性、反思性、学习性和进化性,因此,需要

ABM 推断反事实,开展面向社会安全事件的二元互构研究,揭示个体行为与社

会结果的互动过程。

(二)拟研究的社会行动—结构问题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会面临一种社会困境:多数人在面临社会安全事件

(如恐怖袭击)时都是被动躲避,很少出现自组织反抗者。 博弈论对此提供了一

种理论视角,使用合作、自私等概念来加以解释。 对个体而言,尽管合作策略

(反抗)对社会至关重要(Olson & Spelke,2008),但采用自私策略(搭便车)的更

普遍(Fischbacher & Gächter, 2010)。 博弈论分析具有抽象性、结构性和宏观性,
不能刻画客观个体在危机情况下的行为。 社会困境问题兼具行动性与结构性,
需要使用合适的方法来呈现和分析行动—结构二元互构的过程机理。 我们需要

找到一种社会制度设计解决个体后顾之忧,在提升社会安全水平的同时,保障挺

身而出者的安全。

(三)个体反抗的主要阻碍机制

个体反抗需要两个决策要件。 (1)必要性。 知道挺身而出很重要,这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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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其中包括主动知道(具有内生、强烈的亲社会倾向)和被动知道(不得不反

抗)。 ABM 通过智能体设置建模亲社会倾向、心理特征、学习过程、行为特征和

决策函数(Lu et al., 2022),模拟场域风险水平。 (2)有效性。 仅知道重要是不

够的,个体未必会行动,这是因为个体还不知道反抗是否有效。 一个人反抗大概

率会死亡,更多人的联合才会增加胜算。 那么,到底几个人反抗才是有效的? 应

急演练、社会实验等方法具有“参与者效应”,因此有必要使用 ABM 来推断反事

实结果。 本文作者的团队模拟了 2014 年巴基斯坦恐袭事件,初步推断了反抗者

制服歹徒的有效性区间(Lu & Yang et al., 2021)。 在这一案例中,0 人反抗,18
人死亡。 反事实结果(图 4)表明,如果 1 人反抗,将死亡 17. 66 人。 这说明若某

个人单独反抗,不仅本人危险,且客观增益有限。 这符合大多数人对于“枪打出

头鸟”的认知,人们也会选择不反抗(搭便车)。 这进一步恶化了社会安全态势,
使得歹徒可以从容攻击所有人。 ABM 还能推断更大的图景。 若 2 人反抗,将死

亡 7. 06 人;若 3 人反抗,将死亡 1. 2 人;若 4 人反抗,将死亡 0 人。 至此,ABM 已

呈现具体的有效性边界(3 ~ 4 人)。 个体如果知道有效性边界,将会调整其行

为,由此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出现。

　 　 注:图中左半部分展示的是 2014 年巴基斯坦白沙瓦恐怖袭击事件的事实与反事实结果,其
中的柱状图展示了见义勇为者人数与死亡人数的关系,并统计了总体生存率。 图中右半部分展

示了运用 NetLogo 模拟软件模拟 2019 年清真寺枪击案件真实场景的初始化界面。
图 4　 反事实推断与真实社会案例场景复现

(四)基于 ABM 模拟提炼社会事实知识

2019 年 3 月 15 日,新西兰发生了一起恐袭事件,一名枪手冲入现场约 190
人的清真寺屠杀平民。 枪手第一轮射击后“从容”回到车里添加子弹,再次回到

现场进行第二轮射击,其间曾有一人反抗。 我们基于谷歌地图构建清真寺基础

仿真环境,包括 5 个祈祷室和室内通道。 清真寺内设 5 个逃生出口,事发时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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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1 个。 在外部环境方面,我们复制了院落、道路、汽车、停车场等周边环境。 由

于不掌握现场人口特征,我们按照国别人口特征设置初始生命健康状态值。 在

现场人数方面,我们设置 190 个平民个体以及 1 名歹徒。 同时,我们设置个体在

一定距离内受到歹徒枪击伤害,使用社会力模拟个体之间的碰撞与踩踏。 在人

群行为方面,我们模拟恐慌性逃散、争夺出口、拥挤等异常模式,且个体受伤倒地

也会造成二次伤害。 基于个体心理与亲社会偏好,我们设置了拟人化和社会化

规则。 此外,我们按照动态生命值(血量)判定个体存在状态(健康、受伤、倒地、
死亡等类别)。 具体行为机制设计见表 2。

　 表 2 ABM 模拟参数与最优解

模拟参数(X 变量) 中文解释 最优解取值

perception radius 平民的感知范围 3 倍单位地砖(patches)
perception range R 平民感知模式(同质或异质性) 同质性

shooting damage 歹徒每次命中造成的伤害 54. 5 个血量

the collision damage 平民每次碰撞受到的伤害 0. 1 个血量

the trampling damage 平民跌倒每次被踩踏受到的伤害 0. 2 个血量

civilian moving speed 平民每时刻(tick)移动的距离 0. 1 ~ 0. 2 单位地砖

shooters moving speed 歹徒每时刻移动的距离
室内 0. 1 ~ 0. 2 单位地砖
室外 0. 2 单位地砖

shooting distance 歹徒的有效射击距离 10 倍单位地砖

injured blood volume 平民判定受伤的失血比例 初始血量的 63. 3%
fall blood volume 平民判定倒地的失血比例 初始血量的 90%
shoot hero probability 歹徒优先攻击视野内反抗者的概率 50%概率水平

fighting damage 反抗者每次攻击枪手的伤害 5 个血量

我们在系统层面统计平民死亡人数( y1)、受伤人数( y2)、反抗者死亡人数

(y3)、歹徒死亡人数(y4)的模拟结果,把真实案例结果(平民死亡Y1 = 44,平民受

伤Y2 = 35,反抗者死亡Y3 = 1,歹徒死亡Y4 = 0)作为拟合目标,综合四个结果变量

维度(y1 ~ y4)求解最优参数解。 图 5 表明,ABM 的多次模拟结果高度匹配真实

情况。 最优解蕴含的一整套参数(表 2 第三列)是对危机情况下的个体、群体动

力学的社会规律发现:生命值服从正态分布(血量均值 100 且标准差为 20)、感
知半径均为 3、平均移动速度为 0. 1 ~ 0. 2、每次碰撞带来 0. 1 伤害、跌倒后每次

被踩踏造成 0. 2 伤害的 190 个民众,面对一个室内速度 0. 1 ~ 0. 2、室外速度

0. 2、有效射击范围是 10、一次枪击造成 54. 5 伤害的歹徒时,能够复现真实结果。
与此同时,那名反抗勇为者徒手攻击,每次给歹徒造成 5 伤害,歹徒也会以 50%
概率优先攻击他(剩余 50%概率随机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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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s(∗) = Argmin(·) = Argmin[ fsim - freal(·)] 式(1)

= Argmin
(y1 - Y1) 2

(100 - 1) +
(y2 - Y2) 2

(100 - 1) +
(y3 - Y3) 2

(100 - 1) +
(y4 - Y4) 2

(100 - 1)

= Argmin
(y1 - 44) 2

(100 - 1) +
(y2 - 35) 2

(100 - 1) +
(y3 - 1) 2

(100 - 1) +
(y4 - 0) 2

(100 - 1)

　 　 注:图中呈现了不同仿真模拟匹配目标的真实案例结果、100 次重复、1000 次重复模拟结果。
散点是单次模拟,误差棒表示标准差。 右上角 Q - Q 图检验重复模拟结果的正态性。

图 5　 通过最佳模拟复现的真实案例结果

(五)ABM 泛化真实场景揭示反事实知识

ABM 方法开拓了新的知识发现路径。 知识不仅源自实证资料挖掘,还能够

来自模拟与反事实。 社会知识不仅包括事实知识,也包括反事实知识。 基于最

优解代表的事实知识,ABM 还可以进行反事实推断,构建社会安全方面的社会

知识。 社会知识是一种索引性结构,能够被个体有逻辑地读懂、内化与执行。 笔

者的研究团队研究巴基斯坦恐袭事件时呈现的“情境—结果”数据(见图 4 左半

部分)仅是一维知识表达,难以服务高维度的模拟需求。 我们后来模拟了 2012
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电影院枪击事件,采用更加高维度的矩阵形式,系统地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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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结果”数据类型(Lu & Wen et al., 2021)。 图 6 具体展示了事实场景与

反事实场景的结果。 图 6 中 A1 反映真实场景(歹徒在角落)的结果(事实知

识),B2(歹徒居中)、C2(歹徒在出口)、D2(歹徒随机分布)、E2(占据三个角落)
反映各种反事实场景的死亡、受伤结果。

　 　 注:图中 A1 ~ E1 是枪手发起袭击时所处的不同位置,包括真实情况和非真实情况,代表不同

的攻击策略,并模拟不同情况下歹徒和平民(反抗者)的互动、对抗的过程与结果(死亡人数和受

伤人数)。 A2 ~ E2 是 NetLogo 软件对不同枪手位置情况下的模拟过程(动态过程截图)。
图 6　 事实结果复现与反事实结果推断

(六)构建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知识矩阵

新西兰恐袭事件研究所使用的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知识矩阵由一系列“条
件—结果”取值组成。 “条件”是指物理环境、社会情境、行动者数量、行为机制

参数等。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以歹徒、反抗者数量变化为条

件,计算联合条件下的群体、歹徒、反抗者三个子群体的生存率与风险率,以此作

为“结果”构成数据单元。 图 7 左边表格展示了事实结果(1 名歹徒、1 名反抗

者)和模拟推断的反事实结果(1 ~ 5 名歹徒、1 ~ 10 名反抗者),用式 2 计算生存

率水平(S1,S2,S3)和风险率水平(100% 减去生存率)。 社会知识矩阵促进了社

会困境的解决。 一方面,该矩阵可精确告知风险率水平,解决“必要性问题”。
个体与群体共享相同(共同)的风险率水平。 随着攻击的进行,所有人都被逼到

墙角,风险逐渐提高,反抗的必要性不断上升。 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歹徒生存率,
可计算有效反抗歹徒的阈值区间。 具体而言,通过式 3,我们以歹徒(群体)生存

率低于 50% (失去攻击能力)为条件,绘制有效性边界,并告知个体。

(S1,S2 ,S3) =

S1 = mean(a1)

S2 = mean(a2)

S3 = mean(a3)

ì

î

í

ï
ï

ïï

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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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 Bound = round min[Size(Hereos | mean(S3) ≤ 50% )]
Size(Shooters | mean(S3) ≤ 50% )

æ
è
ç

ö
ø
÷ 式(3)

　 　 注:图的左半部分展示案例中不同枪手—反抗者数量的社会知识矩阵。 最左侧表格单元格

内上中下三行百分比依次代表平民、反抗者、枪手群体生存率。 图的右半部分展示个体通过学习

提高社会福利的算法过程。
图 7　 社会知识矩阵支撑社会学习算法

(七)基于个体社会学习的社会结果优化

新西兰恐袭事件中出现的反抗者只有 1 人,他最终死亡,反抗收效微弱,
这反过来加强了“枪打出头鸟”的认知(1 人反抗效果不佳)。 如果人人都这

样想,就没有人站出来。 我们在此探讨一种反事实可能性:如果个体知道更

大的知识图景,是否会自发反抗并制服歹徒? 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知识矩阵

提供了有效信息。 图 7 左边的表格展示了新西兰恐袭事件所推断的有效性

边界:1 个歹徒发动袭击,需要至少 3 个人反抗;2 个歹徒时需要 5 人反抗;3
个歹徒时需要 6 人反抗;4 个歹徒时需要 8 人反抗。 随着袭击的继续,每一个

在场者的风险水平均在上升,反抗的必要性上升,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反抗者。
针对 1 个歹徒袭击的真实案例情况,有效性边界是 3 个反抗者。 这意味者,
该反抗者在自己之外还需要动员 2 人。 在紧急情况下,个体(潜在反抗者)之
间务必要开展紧急联络与通信,例如通过呼唤、手势、肢体动作进行沟通。 如

果获得对象的反馈确认,则记为 1 次动员。 接下来,我们在社会系统层面统

计动员数量,模拟对抗过程与结果,进而开展平行模拟来推断反事实情况,计
算社会结果增益。

ABM 能够系统地评估学习带来的社会增益。 模拟结果表明:学习在实现个

体最优的同时,提升了社会群体安全水平。 我们将无学习的真实结果(1 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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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作为基准结果(baseline)来模拟泛化场景下的反事实结果,在五种情况(开
放 1 ~ 5 个出口)下分别考察无学习和学习(反事实)的结果(图 8 右侧表格)。
结果表明,学习机制均能促进反抗行为的涌现。 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没有学习机

制,个体将长期处于慌忙逃散、被动挨打的状态,这在国内外的社会安全事件中

均有体现。 前序事件的记忆痕迹、经验教训构成了先验知识,个体不会永远在慌

乱逃散,而是会学习、反思与借鉴。 长此以往,恐袭将在萌芽阶段被基层第一线

及时控制,社会将变得越发安全,同步实现个体、群体的最优结果。 这种社会优

化不以牺牲反抗者的核心利益为代价,能够保障其生命安全。 个体社会学习是

二元持续互构的过程,也是社会进化的动力。

　 　 注:图的左侧列出了事实环境(1 个出口开放)与反事实环境(2、3、4、5 个出口开放)五种情

况;右边三个表格展示了不同出口数量和枪手人数下社会学习在提升平民与反抗者生存率、降低

歹徒生存率方面的效果。
图 8　 通过社会学习增强社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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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与讨论

基于理念、逻辑、实践的独特性,ABM 能够在因果发现(沙莲香,2007)、社会

预测、政策制定(沙莲香等,2005)方面赋能社会研究,开启一种“扎根于实用主

义和复杂性的新范式” (乔天宇、邱泽奇,2020)。 ABM 将“行动—结构”互构研

究推向了新境界。
ABM 初步实现了“行动—结构”持续互构,成为发现知识、验证知识、扩展知

识的有效工具。 ABM 能够通过反事实研究扩展场域维度,提高研究资料的利用

率。 ABM 通过三个步骤分别完成“情境” “涌现” “学习”任务,实现互构研究。
ABM 独特的研究优势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拓展了研究的边界。 ABM 能够模

拟精微、动态、复杂的社会过程,揭示个体、群体行动的全过程。 二是实现了实证

资料的最大化使用。 ABM 基于实证资料推断出现实中未发生的情境与结果,帮
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知识。 三是能够呈现行动—结构二元持续互构的过程。
个体的行为是一种情境式、索引性表达。 ABM 基于社会知识矩阵让个体进行动

态学习,自主调整行为,进行社会互动。 四是可用于发现、制定、反馈、评估社会

政策,赋能社会治理。
ABM 应与社会研究有机融合,丰富社会研究方法工具箱(见图 9)。 一方

面,ABM 需要与理论研究联动。 理论研究的加工过程存在于研究者主观意识之

中,研究结论受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研究偏好和研究能力影响。 ABM 与理论的

整合有两个方向。 其一是“ABM 导向的理论研究”,即理论借助 ABM 实现过程

化和动态化,获得证实、证伪与发展。 其二是“理论导向的 ABM 研究”。 理论的

“大胆假设”能够指导 ABM 建模,而 ABM 在“小心求证”方面具有优势。 另一方

面,ABM 还需要与定量研究联动(周文,2022),这也存在两个方向。 一是“ABM
导向的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主要使用静态截面数据(边燕杰、肖阳,2014),且
对数据的解读具有主观性,缺少动态过程数据支撑;ABM 则能够强化可视性、过
程性研究。 定量研究一直受到可重复问题的困扰(王阳、肖昆,2020);ABM 则实

现了可重复验证,有助于此问题的解决。 传统数据分析只能揭示统计上的因果

关系,ABM 则能够揭示行为意义上的因果机制,并验证其有效性、稳健性、可推

广性。 ABM 与定量研究联动的第二个方向是“定量导向的 ABM 研究”。 实证数

据可为 ABM 提供参数、校准、验证(周文,2022),避免发生智能体模型设置的主

观性问题,从而提升 ABM 在事实复现、反事实推断方面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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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ABM 融入并优化社会研究生态

ABM 也存在不少局限性。 其一,ABM 在智能体属性设置上很难确保完全的

客观性、完备性,运行规则也存在过度简化的问题。 其二,ABM 的验证方法比较

单一,除了拟合真实结果,还需要发展更多方法(贺增红,2019)。 其三,ABM 的

有效性和通用性的张力尚未解决,ABM 对特定案例越有效,其可推广性、通用性

越不足。 其四,当前 ABM 主要针对局部空间范围,还做不到直面社会真实场景

的大型社会模拟。 ABM 存在的短板可以通过与理论、定量研究的互动逐步解

决。 国内学者已经开始融合质性、定量方法,进行混合研究(徐建平等,2019)。
展望未来,ABM 应与多种方法融合、联动,构建计算社会学研究方法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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